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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缓解员工工作压力的作用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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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强国，如何缓解中国员工面临的巨大工作压力，一直是中

国企业界和学术界面对的重要议题。本文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通过对宁波兴瑞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单案例纵向研究，发现企业通过深入、持续地开展包括“言教”“身教”“境教”在

内的儒家文化教育实践，能够从情感和认知上影响员工，进而改善员工对待工作和同事的态度

和行为，并最终实现缓解员工的工作压力这一良好效果。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基于文化传统

这一独特视角，提出了“文化相宜—工作压力缓解模型”，剖析了儒家文化缓解员工工作压力的

内在机制，认为其表层原因在于儒家文化是员工生活的主要传统，而深层原因在于儒家文化倡

导自强不息和内求自省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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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2010年，我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为19.8%，于近百年来首次跃居世界第一。2015年3月
25日，国务院审议通过了《中国制造2025》，力图实现由“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制造

业精密加工的生产宗旨对企业员工工作质量的要求大幅提升。而低决策自由度和沉重的工作

任务则会导致员工的精神紧张（Shi等，2010），还可能使其产生心理与生理健康问题（Webster
等，2011；Igic等，2017），最终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因此，工作压力缓解问题日益成为管理学

界研究的重要对象，也成为各行业高度重视的现实难题。

目前学术界关于工作压力缓解方式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认为企业可以通过组织干预

的方式缓解员工工作压力，如组织可以通过为员工提供员工帮助计划（张宏如和李群，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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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培训（Grover等，2017）、社会支持（Rathi和Barath，2013）、组织资源（Marwat等，2012）和支

持性的工作环境（Johansen和Cadmus，2016）以缓解员工的工作压力；另一类认为员工可以通过

自我调节的方式应对压力，但这方面研究多数是描述性的建议，缺乏有实质证据的案例研究和

定量研究。而且，上述有关工作压力缓解研究的理论框架多建立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王雪青和

李牧雪，2017）。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中国拥有与西方迥异的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环

境，建立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理论框架在指导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时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
即缺乏与中国情境和本土文化的适用性匹配（陈春花等，2014）。基于此，部分研究者开始从本

土文化的视角探讨工作压力缓解的问题。众所周知，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也

一直是中国人生活世界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滋养（杜维明，2017）。可以说，它决定着中国人的价

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宋莉莉（2015）指出儒家对压力的认识是积极的，其承认压力的客观存在，

并认为可通过内外兼修的方式积极应对压力。但是，儒家文化在企业中如何缓解员工压力的具

体作用机制却尚未探明。

陈春花和吕力（2017）指出，中国的管理学术研究若要与实践紧密结合，就需要学者深入观

察中国企业。本文调查发现，近年来中国出现了这样一批企业：它们将儒家文化的内涵与核心

形式化、制度化，运用于企业管理中，其中一些企业通过儒家文化教育和实践显著地缓解了员

工的工作压力。这一实践现象不禁使作者产生疑问：儒家文化缓解员工工作压力的具体作用机

制是怎样的？这种作用机制的普适性如何？带着这样的疑问，本文从中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典

型案例——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单案例纵向研究的方式，运用程序化扎根理

论方法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不同于工作要求、工作情境和社会交换等理论视角，本文从

员工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认知这一独特视角探索了儒家文化缓解工作压力的作用机制。即企业

通过深入持续地开展包括“言教”、“身教”和“境教”在内的文化教育和实践，将能够从情感上感

化员工，从理性认知上影响员工，进而改善员工对待工作和同事等的态度和行为，并最终实现

缓解员工工作压力这一良好效果。最终，本文提出了“文化相宜—工作压力缓解模型”，这种相

宜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儒家文化是员工最重要的文化传统，他们祖祖辈辈都在这样一

种文化氛围中生活；（2）这一文化传统中倡导的自强不息、内求自省精神，能够回答和解决员工

在工作中遇到的压力和问题。

二、  理论基础

（一）儒家文化的内涵

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化和总结，已有着

十分丰富的内涵。通常认为，儒家文化的中心思想包括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勇，核心

是仁和义。本文拟从这一狭义的角度探讨儒家文化对企业的影响。

“仁”是儒家思想的根本原则。朱熹认为，“百行万善总于五常，五常又总于仁”（《朱子语

类》）。孔子提出“仁者爱人”，主张“爱由亲始”，即“孝悌之心”为仁之本（《论语•学而》），而“忠恕

之道，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忠恕之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和“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孔子还提出“求诸己”是修养仁德的方法，“君子求

诸己，小人求诸人”即是说，在出现问题时，君子通常从自身找原因，而小人总是从他人处找原

因。孟子也明确提出了“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义”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仅次于“仁”。儒家具体规定了“义”的内涵：“何谓人义？父慈子

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礼记•礼运》）。冯友兰（1996）认
为“义”是辨别是非、善恶、美丑、荣辱等的道德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儒家思想强调“义”，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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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反对追求利益，认为义利是统一的，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

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

（二）工作压力

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对工作压力的研究主要依托于心理学领域的相关成果（张承华，2015）。
综合以往的研究，工作压力的定义可归纳为三类：一是强调压力的来源，称为刺激类定义；二是

强调压力的结果，称为反应类定义；三是强调压力来源与结果的交互作用，称为交互作用类定

义。本文采用最后一种，即Munz等（2001）提出的定义：工作压力在本质上是由于环境要求和个

体特质相互作用引起的个体焦虑性反应。关于工作压力缓解的研究，主要包括“压力应对”和
“压力干预”两种压力管理方式。

压力应对是压力管理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部分。Lazarus和Folkman（1996）将压力应对定义

为有意识地使用认知或行为策略来减少感知到的相应压力，他还区分了“以问题为中心”和“以
情感为中心”的压力应对策略，前者用于控制外部情况或改善个人资源，以期减少失衡，后者用

于减少个人经历的情感压力。此外，外向性与神经质（Rodell和Judge，2009）、乐观（Park等，

2004）等人格特质亦被认为与人们应对压力事件的方式有关。

压力干预是组织为预防和解决个人压力问题而采取的压力管理措施（Khoo和McVicar，
2004）。临床医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们将生理要素和精神问题作为研究变量，探索可解决

常见精神健康问题的工作场所干预措施，例如员工帮助计划（张宏如和李群，2015）和正念

（Grover等，2017），并将这些干预措施作为一种检测和有效管理员工压力及其导致的抑郁和焦

虑问题的手段（LaMontagne等，2012）。管理学界的学者则将社会支持（Rathi和Barath，2013）、组
织资源（Marwat等，2012）和支持性的工作环境（Johansen和Cadmus，2016）作为缓解员工压力

的干预措施。

总的来讲，压力应对和压力干预的研究大多局限在西方的研究范式中，忽视了其他文化中

富有成效但与西方价值取向不同的压力应对方式。文化作为情境影响着人们的认知，从而影响

压力应对。但目前有关文化与压力关系的研究，一是宽泛地讲组织文化对工作压力的作用，二

是用跨国样本进行跨文化对比研究，但多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个层次的对比，很少谈及具

体的文化对压力缓解的作用机制。

（三）儒家文化与工作压力的关系

学术界关于儒家文化与工作压力缓解方面的文献虽不多，但基本呈支持态度。首先，儒家

文化对压力有正面的认识，其主张挫折和苦难有利于个人成长，如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

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因此当压力来临时，无需畏惧压力，而应视其为一个自我提高的机会，这

一观念对于心理压力的纾解有重要作用（景怀斌，2006）。其次，儒家文化的核心范畴是仁，孔子

提出仁者爱人，认为仁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核心标准，强调个人与自然、他人以及社会应和谐相

处，这一观念对于人际压力的缓解有显著效果（刘超和汪凤炎，2014）。再次，儒家文化认为正常

的欲望是人类奋斗的原动力，过度的欲望则会使人产生心理问题。儒家讲求中庸思维，即个体

应自我调节与约束自己的行为的思维方式（何轩，2009），强调人应适度节制欲望，保持心理平

衡，这对于人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儒家文化除了强调认知在压力应对中的作用，也强调积极行动的作用。宋莉莉（2015）指出

儒家文化可以从内在修养和外在行动两个方面化解压力。由此可见，学术界不仅认为儒家文化

可以缓解工作压力，而且这种方式既没有忽视外在的压力因素，又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

性，这为本文理论模型的提出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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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进行单案例研究。研究问题决定研究方法（吴先明和苏志

文，2014）。本文的研究问题“儒家文化如何缓解员工工作压力”缘起于对案例企业中这一独特

现象的具体观察，是探索性的案例研究，属于“现象驱动型”而非“理论驱动型”研究（Eisenhardt
和Graebner，2007），因此最适合使用扎根理论方法，以便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和构建。

（二）理论抽样

由于本文是单案例研究，案例选取的典型性对研究的顺利开展至关重要。根据研究主题，

本文确立了以下几条筛选标准：（1）企业以儒家文化作为企业的核心文化，并在企业中开展相

关儒家文化实践的时间达5年以上；（2）在企业实施与儒家文化相关的诸多措施后，员工工作压

力方面的问题得到了明显的改善；（3）原始资料丰富，资料可获取性强，并可根据研究进展进一

步去企业开展补充调研。

基于以上筛选标准，本文选择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兴瑞科技公司”）
为案例对象。兴瑞科技公司自2012年起在企业内实施儒家文化教育和实践，且取得了较好的管

理成效。作者所在科研团队5次进入该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其中包括2次蹲点调研，搜集了大量

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且与企业保持着良好的联系。在多次调研中，作者发现兴瑞科技公司从

管理层到基层员工脸上总是带着微笑，员工之间的交往友爱谦和，在工作中互帮互助。在访谈

中他们也经常提到：“以往团队发生冲突时，大家基本都是甩门而去，互相不理解，关系弄得很

僵，学习儒家文化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大家首先做的是从自身找问题，先反思自己有什么过

错，先道歉，这样同事间关系缓和了很多。”根据Cooper和Marshall（1978）对工作压力源的划分，

工作冲突是工作压力的一个重要来源，从这一事例我们可以看到兴瑞科技公司在实施与儒家

文化相关的诸多措施后，员工工作冲突方面的压力得到了有效缓解。综上，兴瑞科技公司符合

本研究的三条筛选标准。表1是兴瑞科技公司简介。
 

表 1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情况简介

案例企业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兴瑞科技公司”）
企业性质 民营 总公司所在地 浙江省慈溪市
成立年份 2001年 集团员工总数 约4 000人

所在行业 汽车制造业 主要产品
空气净化器、车载设备等零部
件

员工人均
月收入

中上（与同行比） 东莞中兴瑞子公司员工总数 约550人

导入儒家
文化年份

2012年 儒家文化符号
孔子像、二十四孝图、弟子规展
板等。

学习儒家
文化的主
要内容

书籍：《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孝经》《传习录》《弟子规》等；课程：《百善孝为先》《家和万
事兴》《礼在人际关系中的运用》《幸福人生讲座》《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等

企业愿景 用心将圣贤文化带给全世界，造福全人类
企业使命 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为人类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贡献
企业家训 内求、利他
企业价值
观

企业的价值在于员工的幸福和客户的感动

企业长期
目标

以圣贤文化和稻盛和夫哲学思想体系为根基，以兴瑞科技公司哲学思想和家文化体系为核
心，通过持续创新和发展，以期成为一家多元化、高收益、健康永续经营的幸福企业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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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搜集与整理

本文按照扎根理论程序规范从多渠道搜集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三角验证，以保证资料

的完整性和客观性，提高本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本文的一手数据主要包括现场访谈录音转写的

逐字稿、参与式观察记录的日志和会议笔记。本文的二手数据包括案例企业的内部文件、公司

官方网站资料、媒体报道以及对该企业已有研究的期刊论文。

1. 一手数据搜集

本研究团队从2016年起5次到兴瑞科技公司实地调研，另有2次电话访谈。第一次实地调研

是在兴瑞科技公司总部，工作人员带我们参观了企业内的孔子像和文化活动展板，为我们详细

介绍了兴瑞科技公司的文化建设。此后，我们对公司副总裁王总、教育中心总监鞠总、车间主管

4人、一线员工2人进行了访谈。在观察和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兴瑞科技公司存在大量围绕儒

家文化开展的教育和实践，而兴瑞科技公司员工的精神风貌也与一般的制造企业员工沉闷压

抑的状况不同。观察到这一现象之后，我们暂定了儒家文化和工作压力这一研究主题。第二、三

次实地访谈是在东莞中兴瑞子公司，访谈对象包括东莞中兴瑞子公司总经理曹总、人事部经理

徐经理和一线员工4人，访谈内容主要是兴瑞科技公司的儒家文化教育和实践及其对员工的影

响。第四、五次访谈则是本团队成员在蹲点调研期间进行的。为了进一步检验前三次访谈内容

的可靠性，作者与另外一位团队成员先后在2017年12月到2018年1月、2018年12月到2019年
1月，前往位于东莞的兴瑞子公司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体验式实习，真实参与公司的工作和部

分会议，并体验式参与过公司的传统文化培训。此外，通过拍照、日记等方式对案例企业环境设

计理念、工人生产过程以及生活文化设施进行记录，在此基础上调整访谈内容，随机抽取员工

进行访谈，访谈内容主要为儒家文化实践前后员工工作压力缓解的情况。

每一次访谈我们都会告知访谈对象内容会被录音，但向其保证访谈内容除论文写作之外

不会有其他用途，尽量减少被访谈者的防备心理。然后，我们会在每一次访谈结束一周内整理

出录音逐字稿，对于没有问清楚的地方会通过下一次的访谈，或者电话邮件追问清楚，确保与

研究问题相关的资料准确完整。具体访谈情况如表2所示。
 

表 2    兴瑞科技公司访谈情况汇总

调研日期 企业内受访者 访谈地点 访谈时长 访谈字数

2015.11.2 曹总、徐经理 东莞中兴瑞子公司 70分钟 49 312字
2016.3.22 王总、鞠总 兴瑞科技总部 135分钟 31 722字
2016.3.22 鞠总 兴瑞科技总部 110分钟 19 576字
2016.3.23 主管2名 兴瑞科技总部 26分钟 4 190字
2016.3.23 主管2名、员工2名 兴瑞科技总部 90分钟 16 963字
2017.8.31 员工4名 东莞中兴瑞子公司 101分钟 23 164字

2017.12-2018.1蹲点调研 员工9名 东莞中兴瑞子公司 167分钟 35 849字
2018.11.29 鞠总 电话访谈 15分钟 5 003字

2018.12-2019.1蹲点调研 无特定受访者 东莞中兴瑞子公司 观察日志 6 543字
2019.1.25 周经理 东莞中兴瑞子公司 72分钟 20 982字
2019.3.28 曹总 电话访谈 12分钟 2 828字

受访者汇总
管理者5人：兴瑞科技公司副总裁王总，教育中心总监鞠总，东莞中兴瑞子公
司总经理曹总，人事部经理徐经理、周经理；车间主管4人；一线员工15人

访谈总时长 798分钟 一手数据总字数 216 132字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整理。
 
 

2. 二手数据搜集

除以上一手数据外，本研究团队还搜集了如下二手数据：（1）公司内部文件：包括企业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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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员工守则、内部会议课件、活动视频、企业培训资料等；（2）公司网站资料：兴瑞科技公司在

其网站上的信息；（3）媒体报道视频：关于兴瑞科技公司的新闻报道和采访视频；（4）学术期刊

论文：一些学者对兴瑞科技公司做过的案例研究文章。

通过以上数据的搜集整理，本文建立了丰富的案例资料库，其中一手数据216 132字，二手

数据63 219字，共计约28万字；此外，还有大量视频、照片等资料。这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扎

实的数据资料基础，同时多种数据来源也为数据的三角验证提供了保障。

（四）数据分析

本文根据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进行编码，其编码程序有明确具体的操作流程，即开放式编

码—主轴式编码—选择式编码。

1. 开放式编码

由于不同研究者的理论敏感性存在差异，通过集体讨论可能会抹杀研究者的洞见（贾旭东

和衡量，2016），故此步骤由一位作者进行。开放式编码是将资料分解、检视、比较、概念化和范

畴化的过程（Strauss和Corbin，1997），分为贴标签、概念化和范畴化三步（晁罡等，2019）。第一

步为“贴标签”，作者标记了案例资料中与儒家文化和工作压力有关的词句，并对其进行简化和

初步提炼，编码前缀为“a”，提炼出156个节点。第二步为“概念化”，作者将第一步中属于同一现

象的节点归在同一树节点之下，并发展完整的概念以定义这一树节点，编码前缀为“A”，获得

了90个树节点。第三步为“范畴化”，作者把第二步看似与同一现象有关的树节点再次聚拢成一

类以形成新的树节点，编码前缀为“AA”，形成了37个三级节点。经过这一过程，本文最终得到

了与儒家文化和工作压力有关的156个标签、90个概念和37个范畴。由于表格过大，本文在此只

列出“追求员工幸福”这一范畴的开放式编码过程（见表3）。
 

表 3    开放式编码过程举例

案例材料 来源 贴标签 概念化 范畴化
董事长重新思考了企业的意义，目的究竟是什么，最
后他提出企业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员工的幸福

王总
a1.企业的目的
是员工幸福 A1.坚决为

员工谋幸福

AA1.追求员
工幸福

从这两年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也看到他（董事长）
这种决心，是非常真诚地去为员工谋幸福

王总
a2.真诚为员工

谋幸福
说实话，我们之前针对主管级以上体检比较多一点，
普通员工我们一般不怎么安排。现在，董事长安排包
括新员工，都要去参加体检

鞠总
a3.安排员工

体检
A2.改善员
工福利

还有老总始终在为员工谋福利，我们领导也比较关
照我们

主管A a4.为员工
谋福利

我跟那群管行政后勤的人说，要把广东煲汤的技术
学过去，要让他们（宁波总部）喝到广州的这些靓汤

徐经理
a5.为员工
煲靓汤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整理。
 
 

2. 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是将开放式编码过程中形成的范畴纳入“因果关系—现象—脉络—中介条件—
行动或者互动策略—结果”范式模型，将主范畴和副范畴联系在一起的过程。示例如下（见

表4）：开放式编码过程中，形成了“追求员工幸福”“利他思想”“学习稻盛哲学”“模仿标杆企业”
“幸福人生教育”和“学习儒家文化”6个副范畴，这一阶段将它们进一步归纳为“儒家文化教育”
这一主范畴；并根据主轴式编码的范式，将其整合为这样一条轴线：兴瑞科技公司的管理层在

追求员工幸福和利他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学习稻盛哲学、模仿标杆企业，在企业内开展了幸福

人生教育和儒家文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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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主轴式编码过程举例

主范畴 副范畴 案例材料举例

B1.儒家文
化教育

AA1.追求
员工幸福

说实话，我们之前针对主管级以上的体检比较多一点，普通员工我们一般不
怎么安排。现在，董事长安排包括新员工都要去参加体检。（鞠总）

AA2.利他
思想

我们公司把食堂收回，一般来说，企业将食堂承包出去最省事，还可以收承包
费，但是员工吃不好，现在收回用健康食材，重新装修，虽然赔钱但是必须做。
（王总）

AA3.学习
稻盛哲学

2012年7月从日本回来，我们开始学习稻盛和夫的经营思想，学得很热烈。中
国这么多企业家学，我们是第一家把自己的理念使命修改成和稻盛和夫的一
模一样的。（王总）

AA4.模仿
标杆企业

八大模块最早还是来源于慈济，我们是从苏州幸福固锝那里学来的，幸福企
业伙伴嘛，固锝是从慈济导入七大模块，原来没有敦伦尽分，固锝结合企业又
加了一个。（鞠总）

AA5.幸福
人生教育

幸福人生课程在发掘良知方面很关键，我们每一个人都参加了培训，前几天
才刚刚结束了一个幸福人生的培训，四天五夜的，这个东西公司其实花了很
大的成本。（主管A）

AA6.学习
儒家文化

要真的发自内心的解决员工的精神幸福的问题，解决员工家庭幸福的问题，
通过什么，通过《弟子规》等经典的学习。（王总）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整理。
 
 

通过这一过程，最终将开放式编码形成的37个范畴归纳到10个主范畴之中，编码前缀为

“B”，如表5所示。
 

表 5    主轴式编码结果

主范畴 副范畴

B1.儒家文化教育
AA1.追求员工幸福、AA2.利他思想、AA3.学习稻盛哲学、AA4.模仿标杆企业、
AA5.幸福人生教育、AA6.学习儒家文化

B2.儒家文化实践 AA7.文化落地、AA8.幸福人生实践、AA9.传统文化实践
B3.领导者率先垂范 AA10.领导者身体力行、AA11.积极参与、AA12.持续学习、AA13.取信员工
B4.感化员工 AA14.员工关怀、AA15.以人为本、AA16.员工感动、AA17.行为转变
B5.转变认知 AA18.分享感想、AA19.反求诸己、AA20.认知改变

B6.改善行为
AA21.孝敬父母、AA22.关爱孩子、AA23.以礼相待、AA24.及时沟通、AA25.感
恩领导

B7.工作负荷减轻 AA26.管理风格转变、AA27.弱化KPI、AA28.增加假期、AA29.工作负担降低
B8.工作关系改善 AA30.礼尚往来、AA31.上下级关系改善、AA32.同事间关系改善
B9.工作家庭平衡 AA21.孝敬父母、AA22.关爱孩子、AA33.注重孝亲文化、AA34.工作家庭兼顾
B10.组织和社会支持 AA35.人性化管理、AA36.政府支持、AA37.高端客户青睐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整理。
 
 

3. 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是选择核心范畴，把它有系统地和其他范畴予以联系，验证其间的关系，并把

概念化尚未发展完备的范畴补充整齐的过程（Strauss和Corbin，1997）。在这一阶段，作者将主

轴式编码形成的10个主范畴与已有压力源理论进行比较，发现“工作负荷减轻”“工作关系改

善”“工作家庭平衡”“组织和社会支持”反映的都是员工工作压力得到了缓解。根据Cooper和
Marshall（1978）对工作压力源的划分，“工作负荷减轻”属于工作本身的因素，“工作关系改善”
属于工作中的关系，“工作家庭平衡”和“组织和社会支持”属于组织中的角色，因此可以将这

4个主范畴归为“工作压力缓解”这一核心范畴。至此，我们得到了7个核心范畴：儒家文化教育、

儒家文化实践、领导者率先垂范、感化员工、转变认知、改善行为、工作压力缓解，编码前缀为

“C”。其可以表述为如下故事线：兴瑞科技公司通过在企业中开展儒家文化教育和相应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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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领导者率先垂范，从而感化了员工，转变了员工的认知，改善了员工的行为，并最终实现了

工作压力的缓解。

为了使数据分析的整个过程完整清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本文绘制了编码结果全景图，如

图1所示。
 
 

C1.

C2.

C3.

C4.

C5.

C6.

C7.

AA1.

AA2.

AA3.

AA4.

AA5.

AA6.

AA7.

AA8.

AA9.

AA10.

AA11.

AA12.

AA13.

AA14.

AA15.

AA16.

AA17.

AA18.

AA19.

AA20.

AA21.

AA22.

AA23.

AA24.

AA25.

AA21.

AA22.

AA33.

AA34.

AA35.

AA36.

AA37.

B8.

AA26.

AA27.

AA28.

AA29.

AA30.

AA31.

AA32.

B7.

B9.
B10.

儒家文化

教育

儒家文化

实践

领导者率

先垂范

感化员工

转变认知

改善行为

工作压力缓解

追求员工幸福

利他思想

学习稻盛哲学

模仿标杆企业

幸福人生教育

学习儒家文化

文化落地

幸福人生实践

传统文化实践

领导者身体

力行

积极参与

持续学习

取信员工

员工关怀

以人为本

员工感动

行为转变

分享感想

反求诸己

认知改变

孝敬父母

关爱孩子

以礼相待

及时沟通

感恩领导

孝敬父母

关爱孩子

注重孝亲文化

工作家庭兼顾

人性化管理

政府支持

高端客户青睐

工作关系
改善

管理风格转变

弱化KPI

增加假期

工作负担降低

礼尚往来

上下级关系改善

同事间关系改善

工作负荷
减轻

工作家庭
平衡

组织和社
会支持

条件 行动/互动策略 结果

图 1    选择式编码过程及编码结果全景
 

需要说明的是，在图1的范式模型中，“儒家文化教育”“儒家文化实践”“领导者率先垂范”
共同构成了此范式模型的条件，但三者之间并不一定是并列的关系，可以有内在的逻辑关系，

行动/互动策略中的“感化员工”“转变认知”“改善行为”亦是如此。

（五）理论饱和度与信效度

在访谈数量达到一定值，新的访谈资料中再无新的范畴涌现时，本文对理论饱和度进行验

证（靳代平等，2016）。对于效度而言，本文通过多来源、多方法搜集案例资料（包括一手访谈资

料和现场观察资料、二手企业制度资料和公开资料等），来多方验证编码内容之间的吻合度（张

佳良等，2020）。对于信度而言，本文虽由一位作者进行编码，但是编码结束后，其他三位作者分

别对编码结果和原始数据的吻合度进行了检验，以确保编码结果的准确性。

四、  研究发现

根据编码结果，本文将从3个方面描述儒家文化缓解员工工作压力的机制：（1）儒家文化缓

解员工工作压力的条件；（2）儒家文化缓解员工工作压力的过程；（3）儒家文化缓解员工工作压

力的结果。

（一）儒家文化缓解员工工作压力的条件

案例资料显示，兴瑞科技公司儒家文化实践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是企业内长期的儒

家文化教育。这种持续的儒家文化教育可以提高员工心性，使员工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如鞠总所言：“国内一些企业也在学习阿米巴，看上去是成功的，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各个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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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只关心自己部门的利益，利益发生冲突时会出现争吵。幸运的是我们公司先进行了两三

年的哲学方面的准备，所以大家没有出现踢皮球的现象，相反更多的是内求，自我的检讨”。企
业通过长期持续的儒家文化教育，提高了员工的心性，改变了他们对工作的态度，缓解了同事

之间原本紧张的关系。另外，兴瑞科技公司明确指出进行儒家文化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员工

的幸福，特意避开其与生产经营的联系，如鞠总所言：“不要让员工觉得公司开展儒家文化培训

是为了经营，我们就是要用行动告诉大家，培训是为了大家的幸福才搞这个，不带什么目的性，

与生产经营、品质、生产效率是严格区分开的，一点都不会涉及到，发心要正”。
与此同时，兴瑞科技公司亦开展了一系列儒家文化实践，这一实践与管理学上通常研究的

“员工关怀”和“员工福利”不同，大多数企业的“员工关怀”和“员工福利”局限于员工本人，并未

涉及员工父母和子女，兴瑞科技公司的儒家文化实践突破了这一局限。带有本土管理色彩的儒

家文化实践活动，如“幸福宝宝基金”“暑期亲子夏令营”“黄金老人慰问金”和“准妈妈幸福午

餐”等，不仅感化了员工，也感动了员工的家人。如徐经理所言：“因为这是员工最焦虑的事情，

他们在外面最牵挂的是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企业无论开展什么活动，如果不能得到组织成员的认同，则势必难以顺利进行。魏钧等

（2008）发现，获取成员的组织认同感有五种途径，领导者率先垂范是其中一种。在对案例的分

析过程中，本文亦发现兴瑞科技公司领导层十分重视自身的率先垂范作用。如曹总所言：“我们

对传统文化主要是推动，没有规定强制式的实施，因为文化本身一旦强迫起来就容易让人产生

反感，我们更多的是率先垂范。我们很多车间的清洁工作，甚至卫生间的一些清洁，都是公司的

管理干部带头在做”。由于领导是组织的代言人，对领导的认同会导致员工愿意遵守组织的行

为规范和价值观（Riketta，2005）。本文搜集的访谈数据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如一位员工所言：

“我刚开始看到你们（领导层）对我们行礼，我觉得你们肯定是做秀的，但是你们一个月坚持下

来了，两个月坚持下来了，当你们坚持到三个月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们不是在做秀，是真心对我

们员工”；又如王总所言：“我们一年投入很多，每年预算几百万，去给员工做事情，那么员工就

看到，这个老板是真干，不是空喊一个口号”。可见，领导者率先垂范在促进员工认同儒家文化

中起着重要作用（参见表6）。
 

表 6    核心范畴案例材料举例

核心范畴 案例企业材料

C1.儒家文化教育
企业中围绕儒家文化的内涵面向全体员工开展的学习活动和课程培训。具体学习
内容包括：《论语》《弟子规》《孝经》等书籍和《百善孝为先》《家和万事兴》《礼在人际
关系中的运用》《幸福人生讲座》《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等课程

C2.儒家文化实践

基础设施改善：企业对餐厅环境进行改善，开办咖啡厅、超市、医务室、健身房等设
施；员工关怀方面：为基层员工举办“员工个人生日会”、组织“空吧”等多项活动，为
员工子女提供“幸福宝宝”基金，即孩子在十二周岁以下的员工每季度发放两百元，
同时针对孩子2—12岁，留守儿童的父母，每年2次路费报销（来回4次），每年
6—8天，家乡距离公司500公里以内是6天，500公里以上是8天

C3.领导者率先垂范

您知道我们公司推行“光盘”行动，有一次我们和董事长一起去日本出差，他真的是
吃碗面把面汤都喝得干干净净，他任何时候都在力行，这是我十分佩服的。（曹总）
这些幸福人生课程我们高管都学，已经学了三年。（王总）像早礼我们已经坚持三年
了，我上星期刚刚早礼结束，一个星期，每天早上7点半向员工行礼，面带微笑。（鞠
总）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整理。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1：企业持续开展的儒家文化教育和实践是缓解员工工作压力的条件，其中领导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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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垂范是获得员工对儒家文化认同的关键因素。

（二）儒家文化缓解员工工作压力的过程

在蹲点调研过程中，我们观察到兴瑞科技公司实施的儒家文化教育和实践感化了员工，这

种感化不仅触动了情感，还促使员工在认知和行为两方面皆发生转变。如员工B所言：“我们公

司春节回家那个爱心车队，我觉得挺暖心的。有时候我们回家坐火车都是非常早的嘛，然后公

交车一般没那么早。尤其像我们带着小孩，说实话还是比较麻烦的。所以说，这样的公司，你不

好好做事，哪里对得起公司”。
在认知方面，与以往的相互指责不同，员工更多的是反求诸己。当企业内部发生矛盾时，如

杜总所言：“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反思）自己错了没有，而不是说你错了没有”；主管D也说：

“员工也会反思，我上司对我这么好，我干嘛老是跟他顶嘴，心里会过意不去”。根据认知行为理

论，个体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体行为的方向和最终产出（王雁飞等，2014）。在行为方面，

员工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家庭中都有所改善。在工作中，与同事见面时主动打招呼而不是以

往的视而不见，出现矛盾时主动道歉，分工时主动承担而不相互推诿。在家庭中，如曹总所言：

“他会尽可能地抓紧时间，争取机会和家人相处，把跟家人争取相处的想法当作很快乐的一件

事情，就不像以前，老是把工作放在第一。现在和孩子的沟通，和父母打电话都很多了”。
事实上，认知与行为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两者相互作用会促进彼此的改变。如鞠总讲

到：“做志工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不是别人应该感恩我们，而是我们感恩别人，我们感恩他们给

我们这样的机会去帮他们做一些事情”。在鞠总看来，做志愿者的行为升华了其对志愿者的认

知。可见，改善行为也会促进员工的积极认知（参见表7）。
 

表 7    核心范畴案例材料举例

核心范畴 案例企业材料

C4.感化员工

当时苏州一个带头罢工的员工，导致三天停产，公司总经理就要把他辞掉，我们老板听说
了，去找他单独约谈，就是用理念思想把他感动了，结果现在从一个负面的成了一个正面
的典型。（王总）有一天我们十年以上老员工的父母都过来了，我们老板帮我妈妈洗脚，这
件事让我很感动。（主管A）

C5.转变认知
以前我们觉得孝敬父母就是要有钱，我没钱怎么去孝敬是吧。现在培训以后，明白孝敬跟
钱是没有关系的，主要就是心。（主管D）现在学习儒家文化以后，就是明白员工要慢慢引
导，不能以态度不好的方式对待他们。（主管D）

C6.改善行为
现在部门开会，首先各部门检讨自己的问题，所以现在开会就很顺畅。还有，员工在叛逆
期、顶撞父母，我们现在知道怎么改善自己的一些不良的行为，去爱护自己的小孩。（员工
A）比如以前我们去现场，大家都像没看见一样。现在都会点个头打招呼、问个好。（杜总）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整理。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2：企业通过充分体现对员工实际关怀的儒家文化实践活动，感化了员工，转变了员工

对工作和他人的认知，改善其自身的行为，从而缓解了员工的工作压力。

（三）儒家文化缓解员工工作压力的结果

根据上文的分析，兴瑞科技公司通过儒家文化实践感化了员工，使员工在认知和行为上发

生了转变，从而使得同事间关系改善、工作家庭平衡。如刘总所言：“现在同事间发生冲突，双方

都会主动地、马上找时间去跟对方反思自己的错，而不是僵持”。管理层也转变了自己的管理风

格和沟通方式，如曹总所言：“以往董事长出差就是谈工作，你销售多少啊，绩效多少啊，很大压

力。现在就是谈孩子，谈家庭的问题。以前感觉是老板，现在感觉是朋友”。再加上兴瑞科技公司

现在实行弹性工作制，加班时间可以调休，并规定年假必须休掉，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工作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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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荷。

此外，对外贸易中，实力强的外企一般会对合作伙伴进行严格的审查，而“兴瑞科技公司的

做法实际上是符合国际上这些比较大的客户的价值观的”（曹总），因而兴瑞科技公司更易获得

高端客户的青睐。还有被感化的员工在社会上积极宣传企业，使企业的声誉得到较大提升，促

进了企业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而这又使员工在拓展市场和与政府沟通中更为顺畅，缓解了员

工在组织和社会支持方面的压力。根据Cooper和Marshall（1978）对工作压力源的划分，工作关

系改善、工作家庭平衡、工作负荷减轻、得到组织和社会的支持都是员工工作压力得到缓解的

表现（参见表8）。
 

表 8    工作压力缓解案例材料举例

核心范畴 案例材料示例

C7.工作压力
缓解

工作负荷减轻：以前大家都是按照外资企业的管理，很死板的，比如说你要去干什么，问得
很细，现在一说家里有事情，马上就批。（曹总）假期的话，我每年都回家的，最少一趟，一趟
15—20天，有时候时间长的话，一年回去两次，一次半个月这样。像这样子的公司，可能外
面很少。（主管B）
工作关系改善：我感觉到我们和员工之间信任度高了一点。就是有些话他敢跟你讲，他愿
意跟你讲，之前的话他不愿意跟你讲。（杜总）
工作家庭平衡：我们以前只知道工作，就是说我们在没学这个之前还是以工作为主，现在
则会注重家庭投入。（徐经理）
组织和社会支持：外企的审核体系，包括员工关爱他都要审核这些东西，就是说我们做的
这些实际上是符合国际上的这些比较大的客户的价值观的，从而更容易获得高端的客户。
还有，最近和政府的接触也很顺利，政府对我们企业帮助也很大。（曹总）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整理。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3：在感化员工等措施的基础上，企业员工工作压力得以缓解，主要表现在工作关系改

善、工作家庭平衡、工作负荷减轻、组织和社会支持四个方面。

（四）儒家文化缓解员工工作压力的作用机制模型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文化相宜—工作压力缓解模型，如图2所示。
 
 

工作压力缓解知行转变文化教育

言教:儒家
文化教育

转变认知 工作关系改善

工作家庭平衡
身教:领导
者率先垂范

感化员工
工作负荷减轻

境教:儒家
文化实践

改善行为 组织和社会支持

图 2    文化相宜—工作压力缓解模型：儒家文化缓解员工工作压力的作用机制
 

在这一模型的第一部分，称为“文化教育”，其中“儒家文化教育”讲的就是“言教”，即学习

文化经典，其中主要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经典著作，以及《孝经》《弟子规》等在民

间有广泛影响的著作。“领导者率先垂范”也就是中国文化中特别重视的“身教”，如孔子说：“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篇》）讲的就是领导者身心感召和道德垂范

的作用。“儒家文化实践”讲的就是“境教”，这既包括了营造一种儒家文化的氛围，更包括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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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要在现实情境中力行文化经典的思想，让员工有切身的体验和感受。而在“知行转变”部分

的三个方面中，“感化员工”讲的是员工情感的转变，即员工在领导者德行感召和学习、力行文

化经典的基础上，其对儒家文化的情感发生了变化；“转变认知”讲的是员工对儒家文化和工作

任务的理性认知发生了变化；“改善行为”讲的是员工开始主动改善自己的行为。“工作压力缓

解”部分即企业中实际产生的压力缓解现象，包括了工作关系改善、工作家庭平衡、工作负荷减

轻、组织和社会支持四个方面。三个部分之间形成了“教育—认知变化—结果”这样一个逻辑

链条。

五、  讨论和结论

（一）研究讨论

1. 模型赋名：文化相宜—工作压力缓解模型

不同于以前基于工作本身的要求或环境，也不同于社会交换的付出—回报等理论视角，本

文以员工的文化传统这一独特视角为切入点，首先剖析了企业领导带头开展的广泛持续的儒

家文化教育和实践活动，这些文化理念和相关活动与员工自身的文化传统是契合的、相宜的，

因此得到了员工的情感认同和理性认同。这种相宜性表现在两个方面：（1）儒家文化是员工最

重要的文化传统，他们祖祖辈辈都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生活；（2）这一文化传统中倡导的自

强不息、内求自省精神，能够回答和解决员工在工作中遇到的压力和问题。对于这两个方面，将

在下节予以详细阐述。这种文化相宜性的重要结果就是让员工能够在一个亲切熟悉的环境中

工作，能够让员工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从而缓解了员工的工作压力。基于此，本文将“儒
家文化缓解员工工作压力的作用机制模型”赋名为“文化相宜—工作压力缓解模型”。

2. 儒家文化何以能够缓解工作压力？

这里包括表层和深层两个原因：

（1）表层原因：儒家文化是员工生活的主要传统。

人类学家Oberg（1960）提出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概念，之后Lysgaard、Kohls等众多学者

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综合多个学者的观点，可将文化冲击理解为一个人从其固有的文

化环境中跨度到一个崭新的文化环境后，在适应新的社会符号时体现出来的不适应现象，当跨

文化者接触到与自身原有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人际关系、价值观迥然不同的文化时，感情上的

冲击和认知上的不一致会导致行为上的变化，甚至出现心理问题、生理问题。而这些心理、生理

问题都可能成为压力的源头。

文化冲击不仅仅在异质文化之间才会出现。当一个人从一个组织到另一个文化非常不同

的组织，当一个乡下人来到城市，都会遇到文化上的冲击。近几十年来，中国正在经历从农业文

明向工业文明的巨大转变，而广泛存在于工业文明中的异化力量，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疏离，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都会成为员工的重要压力来源。相反，当企业中导入世代相传的儒家

文化，当员工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文化之中，他们就会感到亲切、舒适，他们的压力就会得到相

应的缓解。

就文化传统而言，儒家文化在中国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员工的思想观念仍深受这一文化传

统的影响。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曾提出一种二元分析的框架：大传统与小传统，用

以说明在复杂社会中存在的两个不同文化层次的传统。大传统是指以城市为中心，社会中少数

上层人士、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是指在农村中多数农民所代表的文化（罗伯特•芮德

菲尔德，2013）。在百余年的反传统和现代化过程中，大传统在某种意义上遭到工具理性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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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而小传统由于深深地嵌入在人们的生活中，却得到了较好的保留。

百姓日用而不知，当企业开展儒家文化教育时，这种力量便会显现出来。比如孝道，就是兴

瑞科技公司开展儒家文化教育的最重要的切入点，也最为有效，据此开展的“关爱员工父母与

子女”的活动对员工的认知和行为转变也最为明显。对此，王总说：“讲太多，员工可能不会接

受，那儒家的孝道他们都能接受。因为心太冷了，都封闭了，用孝道敲开人的心，心柔软以后，就

好沟通了。”鞠总也说：“为什么能够触及员工的心灵，我觉得这就是老祖宗的基因，不管怎么

说，我们中国人的内心更容易接受这些东西。因为中国人这个孝，是老祖宗一直传下来的，所以

这个是最容易打动人的，一说就通，每次都是很多人分享时，哭得哇哇的。”叶光辉和杨国枢

（2009）曾指出，传统中国不仅以农立国，而且是以孝立国。程雪莲等（2019）亦提出孝是人与生

俱来的一种最真实、最基本的情感，它最能引发员工的共鸣。从案例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员工

很容易接受并认同“孝道”等儒家文化，故当企业在组织内部开展儒家文化教育和实践时，儒家

文化倡导的“仁”“爱”“孝”“和”等价值观与员工的自身价值观念达到了高度契合，进而就缓解

了员工因与企业之间价值观不一致而引起的压力。

（2）深层原因：儒家文化倡导自强不息和内求自省的精神。

生活在自己熟悉的文化传统里，只能说可以让员工感到亲切一些，自然一些，但未必一定

能够缓解工作压力。如在世界上有一些民族，可谓长期生活在其原有的文化环境中，其企业文

化也是汲取了当地的文化传统，但是其员工却长期不能胜任工作的要求，主要原因在于其文化

中较为缺乏积极进取、内求自省的精神。儒家文化则不然，作为“十三经”之首的《周易》，其中所

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可谓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精神，它

要求君子一方面要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另一方面还要修身内省，厚德载物。这一重要精神塑造

了中华民族既积极进取，又内敛务实的性格，改革开放四十年能够取得这么伟大的成果，也是

与这一精神分不开的。《孟子•告子下》通过论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的道理，得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结论。在兴瑞科技公司的“儒家文化教育”中，经常

讲解这些文化经典，定对员工产生了重要影响。

兴瑞科技公司的家训为“内求利他”，因此公司上下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行有不

得，反求诸己”。如孟子所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

由于公司领导者率先垂范，大力倡导并力行这一观念，因此这一观念对公司全体人员产生了至

为广泛的影响。如王总说：“现在部门开会，首先各个部门检讨自己的问题，所以现在开会就很

顺畅，这本身就是一种效率的提升嘛”；杜总说：“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自己错了没有？而不是

说，你错了没有？你错在了哪里？”反复倡导这一理念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员工遇到了工作上的

压力或问题，大家就找到了开解的方法或路径，即首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责怪他人，工

作压力亦随之缓解。因此，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够缓解工作压力，在于其倡导自强不息、内求自省

的精神，这应是更加深层的原因。

（二）理论贡献

不同于工作要求、工作情境、社会交换等理论视角，本文则是从员工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认

知这一独特视角，明晰了儒家文化缓解工作压力的如下作用机制：通过深入持续地开展包括言

教、身教和境教在内的文化教育和实践，将能够从情感上感化员工，从理性认知上影响员工，进

而改善员工对待工作和同事等的态度和行为，并最终实现缓解员工工作压力这一良好效果。因

此，本文最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基于文化传统这一独特视角，并通过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一

家典型企业的深入分析，提出了“文化相宜—工作压力缓解模型”，剖析了儒家文化缓解员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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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压力的内在机制，认为其表层原因在于儒家文化是员工生活的主要传统，而深层原因在于儒

家文化倡导自强不息和内求自省的精神。

（三）社会价值和实践启示

1. 在企业中开展与员工的文化传统相契合的文化活动，将可以有效地缓解员工的工作压

力。就中国多数企业而言，儒家文化特别是孝道文化，仍是员工们最重要的文化传统，开展相关

文化教育和实践对员工仍有巨大的感召力量。

2. 基于中国“己身正，不令而行”这一文化传统，领导者的德行垂范对于感召员工具有重要

的意义。如果企业把儒家文化教育只是作为标语或口号，不仅毫无作用，而且会引起员工的反

感。只有领导者真正认同儒家文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行由不得，反求诸己”等理

念，将员工的健康幸福和社会的进步作为企业的目的，而不是仅仅把员工作为企业赚取利润的

工具，企业的儒家文化教育才能真正深入到员工心中，企业的儒家文化实践才能真正起效。

3. 企业对员工的传统文化教育要长期、持续地开展，并运用经典教育、力行实践等多种手

段，方能真正地感化员工。相反，如果员工没有深入地学习和参与，员工的情感和认知将很难发

生变化。

（四）局限与展望

本文的局限在于：第一，与所有运用扎根理论方法进行研究的文章一样，本文观点不可避

免地受到作者本人主观思想的影响。第二，本文在员工样本采集、研究时间长度等方面仍有改

进的余地。

在中国追求文化复兴，国学热方兴未艾之际，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导入中华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对企业的影响将会更加深入和全面，正如基督教对西方企业的广泛影响一样。同时，

中国传统文化亦包括了儒、释、道等文化，而儒家文化也是包罗万象，既有广泛留存于民间的孝

道文化，也有扎根于士大夫阶层的“天下为公”等精神文化，因此，这里一定存在着广阔的研究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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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Confucian Culture in
Relieving Work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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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s the world’s largest manufacturing power, how to relieve the huge work stress faced
by Chinese employees for a long time ha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academia.
In this paper, a single-case longitudinal study of NINGBO SUNRISE ELC TECHONOLOGY CO. LTD
is carried out using the procedural grounded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enterprises can affect employees
emotionally and cognitively through in-depth and continuous Confucian culture education and practice,
including precept education, example edu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ecept education means
that the enterprise arranges employees to study Confucian culture books, which mainly include classics
such a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Mencius,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In
addition, it also includes more accessible and widely influential folk books such as The Book of Filial
Piety and Standards for Students. Example education means that leaders set an example and influence
the behavior of employees through their own action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means that the enterprise
implements a series of Confucian cultural practices that care for employees to form a positive and
harmonious atmosphere, which ultimately affects the behavior of employees. In this way, employees’
behaviors  towards  work  and  colleagues  can  be  improved,  and  finally  a  good  effect  of  relieving
employees’ work stress can be achieved.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Based on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radi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model of “Cultural
Compatibility–Work Stress Relief” and analyz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Confucian culture to relieve
the work stress of employees, in which the superficial reason is that Confucian culture is the main
tradition of employees’ life and the deep one is that Confucian culture advocates the spirit of self-
improvement and self-examination.

Key words: Confucian culture; work stress relief; cultural compatibility; procedural grounde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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